《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说明
    一、海商法修订的必要性
    现行《海商法》1992年11月7日经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于1993年7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已25年，在规范我国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贸易形态、航运产业结构、国际国内法律环境等已经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现行海商法构建的法律制度体系在很多方面已滞后于发展，不能有效适应航运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全面修订。
    （一）现行海商法已难以适应航运和贸易的新发展。
与海商法制定和实施初期相比，我国航运业快速发展，航运体系也已全面改变。2017年我国外贸货物进出口总额已达27.79万亿，是1992年的30.5倍。在货物进出口贸易中，90%以上的货物都是利用海运方式运输。2016年我国全社会水运货运量为63.8亿吨，是1992年的6.9倍；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为81.1亿吨，是1992年的15.2倍；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外贸吞吐量为33.9亿吨，是1992年的92.3倍；全国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吞吐量为1.94亿TEU，是1992年的89倍。与此同时，我国船队规模也相应增长，2016年全国水路运输工具拥有量160144艘，净载重量266277140吨；2016年船舶净载重量是1992年的6.5倍。自2011年以来，我国海运船队规模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航运大国和世界贸易大国。
我国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的结构性调整，都对海事海商法律制度体系提出了新的诉求，航运技术的进步与新兴业态的发展，也要求法律制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现行海商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我国航运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航运技术的发展进步改变了海运风险特征，需要对各方当事人权益进行适度平衡与调整，予以公平规范；电子科技及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带来了贸易单证和航运方式的深刻变化；多式联运的快速发展使海上货物运输方式、主体、责任期间变得更加精细复杂；船舶建造及交易与金融相融合，使船舶物权变得更加复杂；环境保护和劳动权益保障对船员职责和权利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赔偿责任限额已严重滞后等，都对现行《海商法》的制度内容带来了冲击。目前，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经济发展水平、船队规模已有显著提高，已具备条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商法制度体系。
     （二）现行海商法已滞后于国际海商立法的新发展。
    海商法在制定时就贯彻了“有公约的依照国际公约；没有公约的依照事实上起了国际公约作用的民间规则；没有这种规则的，参考具有广泛影响的标准合同”的基本思路，这也是海商法立法的一大特色。但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相关国际立法有了很多的新发展。
    现行《海商法》自1992年颁布实施以来，经过修订或者新制定的国际公约和规则主要有:《1974年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1994年、2004年、2016年三次修订)、《1974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2002年修订)、《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1996年修订)、《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2000年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2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2007年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2008年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等。这些国际立法成果代表了国际海商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各国肯定和接受。
    此外，起草海商法所借鉴的国际格式合同范本，随着国际航运的发展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对于哪些条款适宜转化为法律条文也存在争论，需要重新对照审视，以更好地平衡船货双方、承运人与旅客、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
    与国际接轨是海商法立法始终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增强，海商法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更加紧迫和突出。相较于国际海商立法的发展变化，现行海商法的不足与缺陷已经暴露，相关制度规范已呈现出一定的滞后状态，难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参与国际间竞争的优势也在减弱。我国航运利益的保护需借鉴国际海事立法和海商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因此，需要通过及时修订，适当跟进国际发展趋势，以保持海商法的国际性和先进性，为我国航运事业以及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三）修订海商法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交通强国”国家战略实施的需要。
[bookmark: _GoBack]    “一带一路”倡议和“交通强国”国家战略，为我国贸易与航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意义深远。“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全面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通过开放的区域合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促使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深刻调整;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定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对航运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使命。航运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海商法无疑是最重要的法律保障与制度软联通内容之一。通过修订出台一套与航运、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海商法律制度体系，不仅可以对海上贸易走廊建设提供保障和服务，也将对沿线国家的海商立法和区域性规则的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各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将进一步加速跨境多式联运的发展，对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需求更加迫切，以水路为运输方式之一的多式联运，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运输主体、损害赔偿、环境保护等复杂的民商事法律纠纷，都需要一部与时俱进的海商法进行规范、引领和调整。
    （四）修订海商法是协调完善与一般法关系的需要。
    现行《海商法》制定时，我国尚处于法制建设初期，法律体系尚未建成。如在民事领域，当时《民法通则》已经颁布实施，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更为细化的民事立法尚未制定。这导致我国海商法在制定时，一方面只能更多地借鉴国际立法，并对船舶物权、海上保险合同、船舶碰撞一系列问题做出模糊化处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一些本应属于一般法统筹事项的基本内容进行规定。目前，《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保险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民法总则》等颁布之后，《海商法》与一般法之间出现了重复、用语不一致、甚至规范冲突等问题，造成法律体系的不协调和法律适用的争议。因此，需要通过修订，协调《海商法》与各相关一般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海商法作为特别法的地位和作用，避免与一般法的重复与冲突。同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立法水平，现行《海商法》还存在某些制度设计不严密、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对我国航运利益保护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通过修订不断予以完善。
    二、修订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工作过程
    修订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交通强国”战略部署，实现由航运大国、贸易大国向交通强国、贸易强国的转变，为维护航运、贸易各方正当权益，维护航运经济秩序，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环境提供法律保障，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制定一部与航运、贸易的新发展、新形态相适应，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海商法。
    修订的主要原则：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行业发展的主要诉求，调整完善现行法律制度中已经明显不适应情势发展变化的内容，补充近年来业界认识一致、条件成熟的制度和规则。二是坚持特别法与一般法相协调。把握海商法作为民商法中特别法的定位、功能和法律规范形式，既尊重海商实践的特性和惯例，在制度体系以及规范设计上保持海商法制度的自体性，又通过科学的立法技术和充分的协调沟通保障海商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三是坚持本国国情与国际海事发展相协调。既认识到当代海商法之所以被普遍认为具有国际统一性，主要原因是航运活动的国际性要求法律适用具有确定性；也要认识到海商法对国际公约和国际航运惯例的借鉴和运用，必须立足于我国的航运利益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现实情况。四是坚持继承、发展与引领并重。现行《海商法》经过实践证明，是一部具有先进性、国际性和实用性的法律典范，修订工作应当立足于现有基础，维持立法宗旨、法律价值取向和主要制度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对制度规范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和完善，保持并发扬其先进性，以进一步促进我国航运事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修订的主要过程：交通运输部对《海商法》修订工作高度重视，一直持续开展修订研究工作，于2000年、2013年分别组织过两次系统研究，具备一定的基础性积累。考虑到海商法的专业性、复杂性，部2017年再次组建修订研究专班，充分筹备、精心组织、细化分工，广泛征求海商法学术界、实务界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法院意见，召开座谈会、研讨会五十余次，通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基本确定了修订原则、修订思路、重点内容，并最终形成修订草案、起草说明和配套研究报告等一系列成果。
    三、制度框架和主要内容
    （一）制度框架。
    修订草案共计17章，包括：总则、船舶物权、船员、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航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海上保险合同、诉讼时效、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附则。其中，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为新增章节。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1.	扩大调整范围。基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重要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止后带来的法律调整缺失，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纳入海商法的调整范围，将“海上运输”的范围扩展为“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的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并相应将船舶范围由“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扩大为“海上或者与海相通可航水域的移动式装置”。同时，新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一章，对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做出规定。（总则、第五章）
    2.	新增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专章。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参与国际油类和有毒有害物质的运输活动也不断增多，我国水域船源污染风险与隐患逐步加大。2018年1月6日发生的“桑吉”轮碰撞爆燃沉没事故，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建立健全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是促进航运经济发展、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新增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专章，对现有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制度进行了系统完善，并对船舶油类污染、燃油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以及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第十三章）
    3.	完善船舶物权制度。引入并明确了份额抵押的概念和实现方式；增设第五节“船舶留置权”，明确了船舶留置权的实现方式和消灭情形；增设第六节“建造中船舶物权”，明确了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定义及所有权归属、建造中船舶抵押权实现方式及消灭情形。（第二章）
    4.	规范船员权利和义务。为与我国参加的《2006年国际海事劳工公约》《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接轨，并与国内相关海事行政法规衔接，突出和强调以人为本，提升海员职业吸引力，通过修订进一步明确了船长在船舶安全和防污染方面的权力与责任，强调了船长的独立决定权，强化了对船员财产和船员遣返权益的保护。（第三章）
    5.	完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扩大了“实际承运人”的范围，将接受承运人委托在港区内从事货物作业的人纳入实际承运人范畴；明确承运人抗辩理由和责任限制的规定适用于港区内接受货方委托从事货物作业的人；提高承运人单位赔偿限额至《汉堡规则》的标准；引入了“电子运输记录”概念；修改了货物留置权的相关规定，参照《鹿特丹规则》增加了控制权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航次租船合同与第四章前六节之间的关系。（第四章）
    6. 理顺《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与海商法的关系。现行《海商法》虽在制定时参照了《公约》，但受当时立法环境限制，仍与《公约》存在诸多差异。《公约》已于1996年7月14日对我国生效，为避免相关法律适用问题，需要对相关内容予以修改、调整。（第十章）
    7.	完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明确规定船舶管理人可以成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提高责任限额至《<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1996年议定书》的标准，并取消沿海与内河船舶的“双轨制”适用。（第十二章）
    8. 补充保证和告知义务制度。参照英国保险法并结合中国保险实践对保证的不明确之处进行了补充，对告知义务标准进行了调整。同时，为更好保障船东互保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将海上保赔合同纳入海商法调整范畴。（第十四章）
    9. 完善诉讼时效制度。根据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民法总则》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统筹考虑本次修订的整体情况，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拖航合同等诉讼时效制度进行了补充完善，并删除了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直接适用《民法总则》。（第十五章）
10. 健全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增加所有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第四章的强制性规定；增加船旗变更时船舶所有权、建造中的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的法律适用规定；增加船舶担保物权相互之间受偿顺序的法律适用规定；参考《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规定引入意思自治原则；缩减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范围，即仅要求外国法律的适用（国际惯例除外）不得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对“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判断标准引入“特征履行方主营业地法律”规则。（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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